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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于器”
———辛亥以来国人着装“西化”的成因与经过

杨奎松

内容提要 进入 20 世纪以来，国人着装日渐“西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固然
与鼓吹“剪发易服改元”的反满革命者的大力推动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时代使
然。清朝满族臃肿肥大的袍褂和等级森严的服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在辛
亥革命前，清廷就已经不得不陆续批准军队和学生改易便于行动的“西服”。但颇为吊诡
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力主着装“西化”的孙中山，却并未实施“易服”的措施，反倒是继
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布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西化”特色的一个《服制》令。1929 年国
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竟又明显地意欲延续正统而拒绝“西化”，故将满族之长袍马
褂定为国民之礼服，即后人所称之“国服”。
关键词 服装 “西化” 孙中山 国民党 中山装
作者简介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服装除了实用性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符号。它既具有反映一个人( 或一群人) 在社会中的
地位、身份、宗教或族群归属，包括他( 及他们) 的政治文化乃至道德取向的功能，也是社会发展变
动，特别是社会等级或阶级变动的重要晴雨表。自有服装以来，人们穿什么、怎么穿，从来就不是简
单的个人能决定的，除了受限于自然条件、工艺技术水平等物质因素外，更多地还取决于人们所在
社会的发展程度及其社会阶层的变动，取决于新旧权力文化嬗变与更迭的影响程度。这也是为什
么，随着全球渐入现代的发展轨道，以及新的阶层乃至新的阶级的产生，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萌芽，

许多民族和国家不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不少革命还曾直接引发人们着装模式的重大改变。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人着装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对法国大革命一度造成法国人服饰急剧变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多，颇让人有一种应接

不睱之感。①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会严重冲击传统社会文化，导致人们改变着装模式。同样，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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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这方面研究的综述，可参见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导言”，浙江大学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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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革命所造成的权力文化的改变，和对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着装模式变动的影响程度，也会有很大

不同。因此，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何在，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
成功的革命，其对法国人着装模式的冲击只持续了几年时间。从探讨近代革命对文化影响的角度，
只聚焦于法国大革命，明显是不够的。毕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曾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文化，
影响了国人着装选择的革命，还有许多。其中值得重视的，就有同样极大冲击和影响了中国人着装
模式的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如果对两者的影响、作用及其原因加以比较研究，理当有助于我们发
现它们的异同，并加深我们对这两场相隔了 100 多年的革命的历史关联性的了解。
这里所说的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包含了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在内的 20 世纪

上半期的一连串的革命运动。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既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属于现代意义
上以追求某种平等权利为诉求的革命，也是因为它们对平等的不同诉求，造成了国人在服装问题上

或温和或激进的态度演变。在近代国人着装变化问题上，中国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相
当丰富，相对欠缺的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近代服装文化”①变动的历史趋势，对整个 20 世纪革命
造成的国人着装模式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和其内在逻辑的研究论析。②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研究服装史，“必须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大结构，从它身处的历史之中
去把握”。③ 本文即尝试基于这一思路，对 20 世纪中国持续发生的革命运动，冲击影响国人着装全
面“西化”的原因及其经过，做一概要的梳理和讨论。

“西装革履”是怎么来的?

我们首先要问:西服是怎么到中国来的? 对此，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辛亥革命，想到“红帮
裁缝”……
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西服”一词严格说来并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现代“西装革履”，相信

不少人马上会联想到曾经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
凡是去过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包括西部省份一些基层县市博

物馆的人，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各色各样、大小不一、“胡服胡帽”、深目高鼻、胡须浓密的胡人彩俑。
在海路交通条件还不具备的时代，这些以粟特人为主的中亚商人在古代欧亚丝绸贸易上起过十分

重要的作用，包括将西方民族的服饰和纺织技术传到中国。
比如，唐朝阎立本的传世名作《步辇图》中，吐番丞相禄东赞那身华丽的锦袍，质地和色彩明显

不同于图中唐太宗等人袍服的用料。读一下相关研究，不难发现这一情况与丝绸之路将波斯的织
锦技术引入中原有密切关系。④

又比如，从考古研究和史书上也可以得知，北魏至唐，中原文化曾因丝绸之路而受到西域文化

的广泛影响。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就用了两三节的篇幅专门介绍了唐朝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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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里借用的是李当岐使用的分期概念。见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1 页。
着重从革命冲击影响的角度谈服装问题的文章，笔者仅见少有的几篇，如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

行》，《学术月刊》2007 年第 9 期;袁仄、胡月《1949 年，中国服装拐点》，《传承》2011 年第 13 期;张娟《服装:中国近现代政治的风向
标》，《艺术探索》2013 年第 11 期;专著仅见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 1911—1935) 》，东方出版中心 2008 年版。

转引自汤晓燕《沟通服装史与革命史的尝试———浅析艾琳·里贝罗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尚〉》，《法国研究》2013 年第
2 期。

参见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7—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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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妇女的服饰、音乐、舞蹈和一些文化喜好受到西域民族文化影响的情况。①

但是，通过丝绸之路，真正来自欧洲，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欧”“西洋”“西方”服饰的影响情
况，至今尚未发现。不仅如此，唐以后近千年间，我们也看不到有“西装革履”之类的西方服装像上
述西域民族服装那样传入中国。
目前所见有记载的欧洲人最早的旅华资料，仍然是《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威尼斯

商人之子，1271 年他跟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动身，历经 4 年到达元上都( 今内蒙古多伦县境) ，此
后，他们在中原生活了 20 多年，直至 1295 年才回到威尼斯家乡。据说，当他们回到威尼斯时，他们
的家人已完全认不得这 3 个人了。这不仅是因为 20 多年间他们的相貌大变，而且他们 3 人的着装
完全是蒙古式的:身穿质地考究的绸面皮袍，内衬粗裘毛料，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另有缎带

紧系腰间，皮袍下摆长仅及膝，脚上穿的是高至膝盖的皮靴。而这个时代威尼斯商人日常交际时的
穿着，主要还是长及脚踝的花缎长袍或天鹅绒长袍。② 显然，他们的服装对元代中原文化没有吸引
力，反倒是马可·波罗他们几个人在中原期间一直穿着蒙古服装。
在中世纪的欧洲，相当一段时间流行的穿着就是威尼斯人穿的那种较宽松的长袍。这是当时

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鄙视奢侈的文化导向决定的。不过，即使 15 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到来，
西欧几个主要殖民国家上层社会的流行服饰普遍转趋艳丽豪华之后，有机会经过海路大批进入到

中国大陆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不曾对中国传统服装造成过挑战。相反，为了避免因自身长相及其
宗教文化被当地社会排斥，传教士们开始时甚至有意不穿教廷规定的教士袍。他们最初选择穿中
国和尚的袈裟，之后则穿上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日常着装———长衫。等他们来到北京，进入皇宫，受
到皇帝的册封后，还都穿上了显示着荣耀和等级的朝廷赏赐的长袍官服。③ 结果显而易见，除了在
当时实际上由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外，传教士的到来对明清之交中国人的着装，几乎不曾发生任何

影响。
进入 18 世纪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乃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对欧洲奢华的上层服饰文化造

成了极大的冲击，20 世纪开始流行于世的“西装革履”的着装模式已崭露头角。但是，1793 年底受
命来华进行外交交涉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一行，所着服饰却基本还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样式。马戛
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头戴金色假发，并冠以翎饰繁多、鲜艳夺目的帽子;上身着紫色绣花天鹅绒官
服，斜挎一缀有钻石宝星之红丝带，官服外还披一件缀有骑士勋章和钻石徽带的爵士披风;下身着

浅色紧身裤，脚蹬一双深色的半高腰皮鞋。
这样一身装扮，再加上他们昙花一现式的出现，自然也不会影响到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不仅

如此，看到他们这身打扮的清廷官员，大都还会心生厌恶。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之前，清廷负责
接待的官员就对使团一行平时“缠裹”在身上的衣服，委婉地表示了排斥的态度。其中一位大臣低
声却是严肃地告诉马戛尔尼说:“贵使之衣窄小轻便，吾中国之衣服则宽大舒适。二者相较，似以
中国之衣为善……贵钦使之衣与华人不同，似于观瞻有碍。”④

很明显，虽然自西汉以来，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交通，陆续有中亚、阿拉伯，甚至是欧洲人来到
中原大陆，但多数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西域人或西方人与自己在着装上存在多大的差异。因
为大家穿的多是袍服，只是衣料质地、颜色、式样或饰物有别。直到 18 世纪末马戛尔尼一行来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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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全集》第 32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8—266 页。
马可·波罗著，梁生智译:《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序”，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柏理安著，毛瑞方译:《东方之旅: 1579—1724 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5—44 页; 杜赫德

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1 卷，“中文版序”，大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7、10—11 页。
马戛尔尼著，刘半侬译:《乾隆英使觐见记》上卷，中华书局 1916 年版，第 3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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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才让习惯了把身体藏在宽松肥大的衣服里的中原大陆的人们惊讶地发现，竟然还有此等用各式

衣料把自己的躯干一层层缠裏起来的“异类”。
如此又过了三四十年时间，19 世纪中叶西欧主要国家的男性时装才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英国资产阶级的绅士服，即西装革履三件套:上衣、马甲、长裤( 外加皮鞋) ，全面引领了欧洲男性的
着装模式。包括西欧各国军服，也都相应开始了改造的过程。然而，身为清廷钦差大臣的林则徐还
是一样看不惯。他在见识过英、葡军队官兵的演练后，最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夷服太觉不类:其
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屈伸皆所不便”，“一跌不能复起”。他甚至就此得出结论称:夷人不
足为惧，“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凡我内地无论何等之人，皆
可诛此异类”。①

有学者认为，晚清国人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误判，根本是自身的狭隘经验造成的。当时的国人只
能从自己熟悉的中式服装出发，去想象“包裹紧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却不知“西夷”有一套“上下
分片、封闭合身的服装形制与复杂的剪裁技术，包括多片剪裁与省道缝折等技艺”，可以使衣服看
起来紧密贴身，却照样能运动自如。②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它还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早在 13 世纪就有了立体剪裁技术，而直到
18 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还会身着“别等级显贵贱”的中古式华丽服装来中国? 为什么直
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西装革履”式的近代服装模式才开始占据世界服装文化的舞台?
显然，人类服装史的演化发展，不可能是某一项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所能决定的。西装革履的形

成与流行，和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及其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大批充满进取精神并开始
积聚了相当财富的工商人士，既崇尚传统贵族精神的高尚理想，又想坚持自身勤奋简朴的生活态

度，因而塑造出了这种千人一面，注重得体、笔挺，讲究从领口到袖口到裤管粗细长度每一处搭配的
分寸感的，实属资产阶级“制服”的西装革履。它其实是追求自由平等，又强调高雅的绅士风度的
欧洲资产阶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换言之，西装革履之所以会在 19 世纪才逐渐形成于“西欧”
“西洋”“西方”，根本是因为在那里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
产阶级已取代旧式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 19 世纪的大清国距离这一切还遥不可及，自然也
就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接受了。

国人着装“西”化之起步

清王朝开始意识到不学西方不行，打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正是以英美为中心开始流
行西装革履的着装模式的时候。因此，自 1860 年代清廷开始支持洋务运动，陆续开设语言学校、翻
译馆、工艺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国人服装西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了。其中最典
型的莫过于留美幼童事件。所以称之为“事件”，是因为清政府完全没有想到，派若干幼童出国留
学，也会发生“变乱祖法”③之事。

1872 年到 1875 年，出于“师夷长技”的考量，清政府曾分 4 批选派出约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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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林则徐等《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 1839 年 9 月 1 日)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 3
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6 页;林则徐《英人鸱张安民告示》( 1840 年 7 月 3 日)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
集》第 5 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4 页;林则徐《道光十九年七月廿六已未日记》，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
集》第 9 卷，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03—404 页。

张小虹:《时尚现代性》，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37—38 页。
苏继祖等:《清廷戊戌朝变记( 外三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 页。



杨奎松 /“问道于器”

官方为防止学童们数典忘祖，不仅预先统一为学童们购置了符合清朝《服色肩舆永例》①关于常礼
服规定的长袍马褂，而且还专门派思想保守的官员任驻美监督。但幼童们到美国后分别入住美国
家庭生活，接受西式教育。他们很快就入乡随俗，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穿上了各式洋装，有些学童
甚至还大胆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面对这种情况，借着美国国内出现明显歧视华人，可能通过排
华法案的背景②，清廷一纸令下，于 1881 年将所有能够召回的留学生统统召回国内。
不过，无论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对着装西化的大势，满族贵

胄再反感，已是莫可奈何。
因为军事现代化的要求，1888 年清廷以 1882 年制定的《北洋水师号衣图说》为基础颁布施行

《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海军“服制”。它参考了英国海军军服样式，将军服分为官弁、
洋枪队及水手夫役等三大类。每类又分为春秋( 冬季) 、夏季两种，军官另有礼服。在款式上虽然
仍旧坚持上衣用中式对襟，并在肩领、衣襟、袖口、下摆等处用了有中式特色的黑色带如意云头图案
的绒布镶边设计，但与传统号衣的宽肥长大，且军官配有铠甲不同，新号衣特别强调上衣应收腰，袖

口宽 6 寸( 20. 4 厘米) ，钮扣统一采用西式的金属扣，还在军服的袖口加上西式军衔符号，用不同的
符号区别岗位和军官的级别。③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 1894 年，大清国被日本打败，要求学日本维新变法、断发易服的呼声开始甚
嚣尘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虽然再度挫败了改革的诉求④，然而，当 1900 年借助义和团
排外的企图再遭惨败后，清廷不得不同意改行新政。
此次改行新政，不仅全面照抄西方的办法，大力编练新军，创设警察，而且不得不放弃了以八股

科考来选拔官吏的制度，被迫广开学堂，并鼓励留学……如此一来，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了西式制
服，陆军和海军军服、警服，以及学生服等基本西化。新政对众多留洋学生在海外穿着当地学校的
制服或西装，也再无限制和约束。那些流亡国外的革命者，包括逃去日本的梁启超等，也大都剪掉
辫子，换上西装。在中国各开放口岸的租界及租借地内，中国人着洋装，甚至穿西式婚纱举办婚礼
的情况，也日渐流行起来。
进至 1906 年，国内报纸已可以公开讨论该不该“剪发易服”。撰文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 “欲

行大同主义，中国之发不可独存; 欲行军国主义，中国之服不可不易。”如“学生之体操，军人之练
武，工商之勤勉，游人之旅行，皆非长服长发所宜，( 因) 不便于动作”。⑤ 甚至接连有清廷内臣上奏
折陈说剪辫易服之必要和理由，“诸大臣会议立宪事宜，亦拟奏请剪发辫换服制”。只是因为慈禧
太后及醇亲王等满族权贵少数人依旧反对，这些呼吁仍被束之高阁。⑥ 海外大批华侨基于自身的
尴尬处境，吁请降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发长，改易西装，与各国人民一律，俾免歧视”等，也未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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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条例顺治二年( 1645 年) 颁行，之后清廷进行过多次修订补充，明文规定不同等级之人的着装限制。转见华梅等《中国
历代〈舆服志〉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457—461 页。

温宪:《排华法案的出笼前后》，《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2 年 6 月 20 日，第 6 版。
参见《北洋水师号衣图说》( 选) ，1882 年;《北洋海军章程》( 节选) ，1888 年 9 月 30 日。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

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62—469、471—503 页。
这时在易服问题上最有名的历史文献莫过于康有为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 1898 年 9 月 5 日) ，内称西装“衣制严肃，领

袖白洁，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日本明治变法，天皇率先断发易服，令百官易服而朝，故“推行维新之政，犹顺风而披偃草
也”。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 上)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68—369 页。

张兆荫:《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 效灵: 《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 年 10 月 11 日，第 1
版。

《提议剪辫易服余闻》，《时报》，1906 年 9 月 16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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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廷的回应。①

我们很难说，20 世纪初如果真的实行剪发易服，对巩固清廷的统治能起到什么作用。日本明
治维新之初，福泽谕吉再三讲过一个观点:学西方文明，不见得都要穿西服、吃西餐，“吃麦饭、喝豆
酱汤，也是可以学习文明事物的”。只学外在的、有形的东西，包括不顾国情改兵制、买大炮、造巨
舰、盖洋房，也包括急着变更政令法律、开国民会议等，未必真能解决自身落后的问题。在他看来，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
也就是说，他认为“变革人心”，即让人民养成权利意识，懂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明白自己是
国家的主人，才是最难，也是最先需要下力气去做的事情。但也只有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
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 才) 可以顺利达到目的”。②

但是，当一个社会还不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纳税人群体，交通、通讯、印刷等技术还十分落
后，大多数民众还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报纸书刊还无法引领社会思想舆论的时候，所谓变革人心，让

人民养成权利意识，懂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是不可能的。大清国也好，日本也好，当时都还
不具备如此条件。因此，两国走的都是与福泽谕吉上述主张相反的路子。但是，日本不仅动了有形
的物质，而且改了政制法律，权力基础极度虚弱的满族统治集团却惧于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权危机，

始终坚持不走日本式的变革之路。
清廷早在 1861 年就决定要“师夷长技”，且很快发起了学西方的洋务运动;而明治天皇 1867 年

才决定要“破除旧来陋习”，并“求知识于世界”。但他一开始就主张: 非“广兴议会，万事决于公
论”，否则不能成就有效之变革。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在清廷还把蓄辫和服色、肩舆等级
标识视为祖宗之法与权力之本的时候，明治天皇已公开认定，凡与西方现代服饰格格不入的日本传

统发式、服装，乃至传统历法等，均属“旧来陋习”。在平定内乱并实行废藩置县后，也即在清廷正
式派遣幼童赴美学习的同时，明治天皇又下诏改行公历，带头剃去长发，穿上西式服装，接着还按照

西方的做法，实行 24 小时制计时法和星期日周休制，开始实施教育普及的改革，并且引入了西方国
家的外交礼仪，改取平等方式来接待外国使节与来宾。当 10 年后清政府因不满幼童数典忘祖，下
旨召回所有留美学生的时候，日本已经在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起草宪法草案，成立政党，准备开议

会了。③

事实证明，就像福泽谕吉说过的，单纯着眼于物与制的变革，并不能把民族和国家真正引上文

明之路。但明治天皇的这类变革，毕竟极大地便利了日本跻身国际社会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转进。与此相反，清朝统治集团越是想靠照抄照搬西方的物质发展成就，来拒绝制度变革，就越是
会加速国家的衰败，从而加速自己的垮台。
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导致越来越多的汉人相信，中国的悲剧性命运，都是愚昧昏聩的

满清统治者造成的。原本只具改良性质的“剪辫易服改元”的诉求，自然也就越来越和反满革命联
系在一起了。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易服”主张

在“剪辫易服改元”这三大诉求中，改元相对最容易，通常政府一个通电即可办到。剪辫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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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伍廷芳:《奏请剪发不易服折》( 1910 年 9 月) ，《伍廷芳文集》，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58 页。
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38—40、60 页;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

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2—14 页。
唐纳德·基恩著，曾小楚、伍秋玉译:《明治天皇: 1852—1912》，上海三联书店 2018 年版，第 163、253、255、388—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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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十分困难，因为绝大多数汉人至少不会抗拒，且个人花费不大。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爆发后，
各地军政府发出的第一个重要号令大都是号召“剪去作为满朝陋习之辫发，以祝我汉国复兴”①，而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也一个通电就实行了公历。② 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府，更不用说南京临
时政府，发出过要求全面易服的命令或倡议。
这个时候落实易服之难，主要并不在文化之差异。大量的史料和研究都表明，造成提倡者态度

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绝大多数民众消费不起，一直高度关注中国商业状况的日本驻华

各领事馆这时的报告都谈到这一点③;二是西服面料用的是毛料，而中国当时尚无生产呢绒毛料的

能力，推广西服必定会有利于洋货而不利于国货，因而国货界，特别是丝绸业、制衣业和典当业，对
易服多半都表现出十分敏感且强烈的反对态度。④

辛亥革命主要是军人和革命党人主导并进行的，军人的着装早已基本西化，年轻的革命党人这

时更是普遍抛弃了满人的长袍马褂。从黄兴在武昌起义后赶到武汉，与起义军各级骨干合影的多
张照片即可看出，武汉的起义人员，除了军人着军装外，曾经留学日本者多着日本立领呢制学生服，

黄兴等人都是一身西装革履加礼帽。⑤ 可以肯定，革命党人这时对易服的要求是比较急迫的。当
然他们也赞同保护国货，但就像上沪军都督陈其美在致要求保护国货的上海丝绸界代表的一封公

开信所言，新政府赞成“易服以保存国货为先”，但保存国货是一回事，易服以顺应国际大势是另一
回事。他认为:“我国丝绸不合于制造西服”的问题，“若不从根本上设想”，“力谋改良”，“而徒求
之不用外货，恐绸业前途终愈趋愈下”。⑥

正是因为革命党人的这种态度，辛亥革命后，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纵使存在着不少质疑甚至

反对的声音，但国人着装西化的趋势仍明显在加速中。
虽然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初，由于多数省份或城市的夺取都有当地立宪派人物参加，并且一些人

还被推举为当地军政府的领导人，因此，11 月中旬首批前往上海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人
们，不少穿的还是长袍马褂，脚上蹬的还是典型的中式圆口布鞋。⑦ 但是，到 12 月 29 日临时大总
统选举会在南京召开时，从代表合影的照片中已可以看到情况的改变。当天参加合影的 47 人中，
有 4 位是工作人员，其余是 17 省的正式代表 43 人。照片中可以辨别出身着中式服装者 19 人，着
军装者 1 人应为工作人员，其余穿的是西式大衣或西装革履。可见，半数以上的代表都已换上了西
装。同时，还应该提到的是，前排穿长袍马褂的 14 人中，至少一半以上者已换上皮鞋，不再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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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转见《驻杭州领事馆报告》，1911 年 11 月 18 日，李少军主编《晚清日本驻华领事馆报告编译》第 5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6 年版，第 384 页。

赵立彬:《改元升旗:南京临时政府新国家外观的确立与反响》，《河南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第 87—88 页。但南京临
时政府实际上并未能在厉行公历的同时做到废除阴历。

如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就强调说:“普通支那人由于经济等原因，还不能改装”;日本驻重庆领事馆事务代理生河西
信、驻安东副领事熊崎恭、驻延吉副领事速水一孔都强调称:中国人“就其生活水平而言，与我国之人相比还很低，他们向来习惯于
粗制耐用之物”，“西式服装较之支那服装价高，为他们最感痛苦之处”。李少军主编:《晚清日本驻华领事馆报告编译》第 6 卷，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4—265、308—309 页。

参见《中华国货维持会开会详情》，《时报》，1911 年 12 月 13 日，第 9 版;《中华国货维持会缘起》，《新闻报》，1911 年 12
月 24 日，第 10 版。并见张希《被操纵的身体: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不易服”思潮》，《或问》第 24 号( 大阪，关西大学 2013 年) ，
第 61—72 页。

转见王兴科主编《辛亥革命图史》，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6、328 页。
《都督陈批上海绸业代表邬热庐等禀》，《民立报》，1911 年 12 月 7 日，第 5 张。
照片见王兴科主编《辛亥革命图史》，第 386 页。这里所说“立宪派”，主要指咨议局、资政院众议员。他们的出身背景及

其激进与保守的情况，可参见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 :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吉
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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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鞋。①

这一天的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一致推举几天前刚刚从巴黎经香港赶到上海的革命党领袖孙中

山为临时大总统。面对当时百废待兴，而财政拮据，四处借钱却不得，战争还在继续的情况，孙中山
并没有打算马上就易服问题做决定。就任之初，孙中山除了发布统一革命军军服的命令，和为因应
沪军都督府商务部长所提意见，通令“凡官吏与外人有交涉者一律须衣西服”②外，他没有立即着手
实践革命党人坚持的易服主张。但他坚持用西装取代满服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从孙中山就任临时
大总统前后的着装选择，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12 月 25 日孙中山一行在上海登陆，所有人均着西装革履。由于 12 月 30 日才得到自己当选
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为了能够赶在元旦当天就职，孙中山在上海匆忙拍了正装照并专门订制了礼

服和军服。在元旦傍晚，孙中山和胡汉民刻意穿着新订制的革命军军官服，赶到南京。在与迎接的
人们抓紧时间吃了晚饭后，孙中山马上换上新制的西式大礼服，头戴大礼帽，在没有大批来宾到场

庆祝的情况下，借助灯光不足的两江总督衙门大堂，完成了本应隆重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③

孙中山如此仓促地完成就职仪式，主要是要赶在公历元旦日开始中华民国的新纪年。因此，在就
职完成的次日上午，孙中山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发布了“改历改元通电”。④ 同时，临时政府也
向报社提供了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着装模样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西装照。在接下来的几天
里，孙中山频繁接见前来祝贺的各省代表、各界名宿，包括与这些人以及在宁驻军代表、总统府职员、
内阁成员等合影留念，他均身着笔挺的西装和铮亮的皮鞋，有时还特意戴上了西式圆顶硬壳礼帽。⑤

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只穿过两种形式的正装:一是西装;一是军装。
孙中山穿军装，既是出于总统的军事统帅地位考虑，也是为了让军人们更容易接受自己。除了

就职照外，当时孙中山至少有三四次穿着军装出席了较大型的集会活动:一次是率文武官员拜谒明

孝陵;一次是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士;一次是追悼武汉死义诸烈士。⑥ 此外，孙中山则坚持只穿
西装。正是在孙中山的示范作用下，南京军政界的着装模式进一步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从当时留下来的大量照片可以看到，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与孙中山合影的人中，总还有一些身

着长袍马褂、脚蹬布鞋的较传统的人士。但很快，这种情况就不大能看到了。从 1912 年 1 月上旬
末开始，有孙中山合影的照片中，无论是内阁成员，还是临时政府的职员，抑或是总统府的普通工作

人员，均是西装革履或军服。就连有前立宪派人员在内的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们，在 1 月底成
立大会合影和 3 月底送别孙中山合影中，未再有穿长袍马褂者站在人群显眼处。其影响所及，就连
袁世凯派来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北京一向身着长袍马褂，但这期间两度到南京来，也都主动换上

了西装革履。⑦

2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去年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之人物》，《国运》第 2 集，上海审美书馆 1912 年版，第 17 页。
参见《陈请颁定服制》，《新闻报》，1912 年 1 月 19 日，第 8 版;《孙总统颁定军士服制》，《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10 期，1912

年 5 月 17 日，第 9 页;《民军政府下令凡官吏与外人有交涉者一律须衣西服》，《时报》，1912 年 2 月 23 日，第 3 版。
这里依据当事人戢翼翘先生回忆中的说法，但据说梅屋庄吉当年曾派摄影师荻屋拍摄武昌起义纪录片，荻屋用镜头记录

了孙中山宣誓就职的影像。参见李毓澍访问，陈存恭纪录，郭廷以校阅《戢翼翘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版，第 11—12 页;祝勇《孙中山受到日本知己援助 日军渡过鸭绿江居民慰劳敌军》，北晚新视觉，https: / /www. takefoto. cn /
viewnews － 975337. html，2016 年 11 月 10 日。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4 页。
分别见《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11 期，1912 年 5 月，第 7 页;《战斗画报》1937 年第 4 期，第 1 页;《东方画刊》第 3 卷第 8 期，

1940 年 11 月，第 3 页;王兴科主编《辛亥革命图史》，第 397—399 页。
参见王兴科主编《辛亥革命图史》，第 410—411 页;《孙中山全集》第 2 卷，附图第 1、5、7 张。
王兴科主编:《辛亥革命图史》，第 406、413、431—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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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服制”令的保守与激进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曾两度明确表示过坚持易服的态度。
首度是在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之前，各省代表会当时派代表专程去上海与孙通融，想留大总统

之位给袁世凯，拟推孙为大元帅。孙中山听到后当场表示反对，他的要求是:要选就选大总统，如果
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他到时候可以将大总统之位让给袁。同时他声明，剪发易服改元，缺一不可。
并称:“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
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①

但这一坚决态度，在他出任临时大总统 1 个月后，开始有所变化。注意到各界在易服问题上有
颇多顾虑，一些地方的军政府已发布暂不易服的通告，孙中山也于 1912 年 2 月 4 日通过《临时政府
公报》发表了《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在信中他依旧十分坚决地强调:“礼服在所必更”，但他同时
也表示，能够理解国货维持会提出的民众没有能力统统废掉满服、改换西装的说法，同意“常服
( 可) 听民自便”。至于是否推出与世界文明各国相同的西式礼服一事，他也委婉提出: 西式礼服
“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未便轻率规定，欢迎国货维持会及其相关业界，在“适于卫生，便于动
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标准下，提出“改良”的意见或设计。② 言外之意，民国服制不会草率
推出。
孙中山自革命以来，主要着装都是较为简单的现代西式服装，正式场合多着西装革履，平时

也会穿人称日本学生装的改良西服。其着装的主要特点，就是合身、简洁，但有仪式感。这次为
适应武装革命的需要，他专门量身定制了一套新军的军装，但同样较低调地选择了军官的呢制军

常服。他对着装不应过分彰显等级差别的态度，也可以从他上任后发布的关于军士服制的命令
中看出来。在这一命令中，他特别强调“军衣军帽，不分阶级”，仅以肩章、领章和袖章以示
区别。③

由此或可想象，孙中山上述所称，西式礼服“尚有未尽合者”，应该是指这时西方国家上层社会
中流行的，在他看来不很经济，且略显奢华的燕尾服、大礼帽等装束。换言之，他主张的着装西化，
包括西式礼服在内，只要卫生、干净、笔挺，看上去庄重，“壮于观瞻”即可。
孙中山这种力求着装西化、简洁庄重、形式平等的观念，多少与他长期在欧美生活并受到过现

代教育熏陶，包括受到过资产阶级现代服饰观念影响有关。同样的情况，辛亥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
受到有过海外生活、留学经历的革命党和留学生影响与左右的，因此革命最初推动的着装导向无疑
也趋向此一方向。这种情况自然也对继任临时大总统的前清大员袁世凯，产生了相当的牵制作用。
袁世凯成长于等级制度之下，受传统礼教和皇权专制思想熏染，因此不可能与孙中山及其革命

党有完全一致的去等级的易服观。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制度性破坏难以接受，最突出地表
现在他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伊始，马上就开始大力“整饬纪纲，修明法度”。④ 他从“服制”“礼制”
“官制”等皇权时代的基本制度着手重建，发布勋位令，划官阶、定薪俸，明显是要重塑被革命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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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孙中山:《与马君武等的谈话》( 1911 年 12 月 27 日) ，邱捷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第 1 卷，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148—
149 页。

《孙大总统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临时政府公报》第 7 号，1912 年 2 月 4 日，第 8—9 页。
《孙总统颁定军士服制》，《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10 期，1912 年 5 月 17 日，第 9 页。
袁世凯:《参议院致辞》( 1912 年 4 月 29 日) ，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 文辞)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影印版，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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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制度及其政治权力格局，全面规范社会的等级尊卑。①

在辛亥革命声势的压力下，袁世凯也不能不在表面上做些修饰，以迎合已经变化的某些社会心

理。比如定服制，他在公文里就有意不提“礼服”，而称“公便服”;他主张保留实为满服的长袍马褂
来做礼服，却特别说明，也可规定一种西式的公便服，两相照顾。他甚至还表态称: 无论各式公便
服，“自大总统至平民其式样一律”。② 在其下的国务院最初推出的“服制草案”，对西服问题几乎
没有太多涉及，却也注意到要重视社会上呼声较高的保护国货问题，因而明白主张，所有公便服都

要使用国产绸缎。③

出人意料的是，这时多数参议院议员比袁政府还更主张西化，并且很重视服制在规范国人身

份、地位问题上的等级标识作用。“服制草案”经过他们三读并修正后，取消了“公服”“便服”的提
法，明白强调服制主要规定的就是“礼服”，而且特别强调礼服要西化。④

这时袁世凯政权在参议院中并没有自己的政党，袁只是把参议院当成一种工具。⑤ 因此，把
“公服”升为“礼服”，一下子弄出三四套“长过胯”和“长与膝齐”的西式大氅和燕尾服来做礼服的
主意，还真说不上是袁政府幕后操纵的结果。不仅如此，穿惯了西式军服，且频繁与洋人打交道的
袁世凯似乎也并不反感这种西化。

10 月初，袁世凯欣然批准并颁行《服制》规定。该《服制》既是首个从制度上颠覆了中国历史
上着装等级种种繁复且严格规定的现代法令，同时也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为激进的一个推行着装西

化的易服令。它明文规定:礼服分大礼服和常礼服两大类，大礼服又分昼用和夜用二种:昼用大礼
服为西式大氅，夜用大礼服为西式燕尾服; 常礼服也分二种: 甲种是西装革履，乙种是中式长袍马

褂。女子礼服只一款:上用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下用长裙，衫裙均加绣饰。⑥

当然，受到“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商界团体的鼓动和影响，参议员们也做了一点表面文章，即在
规定中写上了诸如各种礼服“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毛织品”的字样。但问题是，西式大礼服非用精纺
礼服呢不能保持滑爽柔软质感，而中国这时连生产粗毛呢制品的能力都没有。这也就难怪，正好赶
上必须订制大礼服参加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典礼的罗文干，事后对此会大加批评。他明确认为:此一
服制规定，一“不问吾国之丝绸，不审中国外国居处之不同，不知欧亚气候之各异，不察硬领高帽之
苦痛，贸然以燕尾服高帽为大礼服”;二名义上要求使用国货，实际上做不到，结果势必“影响丝绸
之工业小缝衣匠之营生”。⑦

不少研究者强调 1912 年《服制》较历朝历代舆服制度“进步”性的一面⑧，但多半忽视了它在
实质上完全脱离了共和革命理当反映国民意识的一面。它规定的这几种既不经济又不实用，尤其
是完全脱离社会大众的西式大礼服及常礼服的作法，清楚地反映出从袁世凯到多数议员丝毫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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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礼制》，《政府公报》1912 年第 110 期，第 4 页; 《临时大总统勋位令》( 1912 年 8 月 8 日) ，《政府公报分类汇编》，
1915 年第 38 期，第 10—11 页;《临时大总统令:陆海军勋章令》( 1912 年 12 月 6 日) ，《政府公报》1912 年第 220 期，第 2—4 页;《各
部官制通则》，《政府公报》1912 年第 80 期，第 6—8 页，等。

《袁总统饬定民国服制》，《申报》，1912 年 5 月 22 日，第 2 版。
“National Dress，”The North-China Herald，Vol. GIII，No. 2339，Jun. 8，1912，p. 685.《民国服制草案》，《新闻报》，1912 年

6 月 21 日，第 3 版。
《参议院二读会修正服制草案》，《申报》，1912 年 8 月 20 日，第 1、2 版;《参议院议决服制长袍马褂为常礼服但有公职者

必须用西式礼服》，《时报》，1912 年 8 月 15 日，第 3 版。
薛恒:《民国议会制度研究( 1911—192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8 页。
《服制》( 附图) ，《政府公报》1912 年第 157 期，第 4—9 页。
罗文干 1913年出任总检察长。见罗文干《外国制度与中国》，《东方杂志》第 21卷第 22期，1924年 11月 25日，第 143页。
刘云华:《红帮裁缝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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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国民大众的意志。所谓“自大总统至平民其式样一律”，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服制》规定严重脱离社会大众的一个最简单的例证就是，1913 年 10 月 10 日，袁世凯正式就
任大总统，国务院下令各职事员当天均须身着大礼服参加庆祝活动，丝毫没有考虑过它可能对层级

略低但又不得不出席活动的中下层公务人员，造成沉重的经济压力。①

这个时候制作一套多少够得上档次的西服大氅或晚礼服，即燕尾服，连同衬衣、马甲、裤子、皮
带、皮鞋等，最少也要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而当时能够为了这一次庆典订购得起这样一套大礼服的
职事员能有多少呢?

查袁世凯政府行政官员及国会议员法定的收入情况大致如下:

总统月俸 10000 元;国务总理月俸 1500 元;各部总长月俸 1000 元;
简任官最高 700 元，一般 600 至 400 元不等;
荐任官最高 500 元，一般 360 至 200 元不等;
委任官最高 200 元，一般 150 至 50 元不等;
国会议员岁费 5000 元，月费大约 400 余元。②

由上可知，为总统就职庆典买一套大礼服，对月俸数百、上千元不等的高官，包括总理、总
长、简任、荐任和议员们，确实不算太昂贵。不过，对于委任官以下月俸不过百元，甚或仅五六
十元，而且还经常拿不到全额薪俸③的大批普通职事员，就是一笔很庞大的经济支出。因此，许
多不得不参加庆典的普通职事员，只能去典当铺租借旧礼服，可以少花一点钱，避免过于沉重

的开支。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庆典活动，显然不包括大量收入在百元以下的绝大多数公教人员在内。

至于那些月入不过几元、十几元钱的市井小民，就更无资格前往庆贺。固然，大量的人群由此避免
了经济开销猛增的烦恼，但在一场推翻了帝制，名义上在实行共和民主的革命之后，仍会发生这种

把普罗大众排斥在国家庆典之外的情况，也说明袁世凯政府的统治理念与传统皇权时代其实并无

明显区别。

孙中山与所谓“中山装”问题

中国开始有真正意义的民众革命，显然是从 1920 年代国民革命开始的。因为这一革命的主
张，就是要发动全体国民共同起来实现民族、民权和民生状况的大改变，因而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
大批年轻人的积极参与，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社会“西化”的进程。在着装西化的
问题上，“中山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并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影响。
与当今许多人的想象和传说不同，“中山装”并不是孙中山本人刻意设计出来并推而广之的。④

最简单的一个证明就是，孙中山 1925 年 3 月 12 日去世后，就连国民党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何为“中
山装”，社会上的人更是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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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通告 国庆日:大总统就任凡各职事员庆祝员均用大礼服》，《政府公报》1913 年第 514 期，第 20 页。
参见《中央行政官官俸法》( 附表) ，《政府公报》1912 年第 169 期，第 12—15 页;《国务院及财政部议决大总统每年薪俸十

二万元》，《时报》，1912 年 11 月 13 日，第 3 版;《各直省行政官吏薪俸一览》，《新闻报》，1913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中国大事记:
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布议院法( 法律第七号) 》，《东方杂志》第 10 卷第 5 期，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7—8 页。

就在袁世凯就职大典举行的两周前，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就遇到欠俸的情况。《鲁迅全集》第 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7 页。

这方面的质疑在网络上并不少见，唯学界基本上一面倒地坚持各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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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铁狮子胡同行辕灵堂、协和医院追思活动大厅，以及中央公园和西
山碧云寺的孙中山遗像，用的都是孙中山穿学生服的半身照。这时海外华侨选用做追悼用的遗像
也多为孙中山穿学生服的照片。① 因此，较早介绍说明何为“中山装”的《良友》和《申报》等都明确
认为:“中山装，即学生装。”《良友》还专门刊登一幅孙中山穿一身白色学生服的照片，并注明:“先
生喜服学生服，今人咸称为中山装。”②

但是，这时也有很多人相信: “中山装”指的是孙中山生命最后时光穿过的那身立翻领并有 4
个口袋( 两个贴袋，两个风琴袋) ，背后有腰带、中缝，并下开叉的英国猎装式军便服。《中国国民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使用的“孙总理遗像”，采用的就是孙中山着这身衣服的半身照。因此，也有
国民党人公开撰文解释说:“中山装之式样，可分为二，即上衣用横背带与不用横背带，骑马裤与普
通西装裤二种。”③所谓上衣横背带、配骑马裤和不用横背带、配普通西装裤之分，指的就是孙中山
所穿的猎装式军便服和后人所着一般军便服的区别。它们与立领的、左胸有笔架袋或完全没有口
袋的日式学生服，明显不是同一种服装。
自孙中山去世后不久，迅速取得中央政权的国民党人就已经在努力把孙中山偶像化，同时自然

也就把孙中山穿过的衣服“中山装”化。每逢孙的诞辰、忌日或辛亥革命纪念日，乃至国民党召开
大小会议，都要室内或室外悬挂或在报刊上刊出“孙总理遗像”。但在连续几年的时间里，不同部
门、团体、刊物，使用的孙中山生前照各不相同，照片中孙中山穿的衣服也各式各样。早期选用较多
的还是穿学生服的孙中山像。包括 1926 年广州国民政府授权铸造的“民国十五年孙中山嘉禾壹圆
银元”;北伐军进占北京后在天安门城楼正中悬挂的孙中山画像，都是孙中山穿学生服的半身像。
这时国民党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公众场合，也频频穿学生服现身。比如，这段时间主要穿军装、打绑
腿的军事领袖蒋介石北伐成功进到北京，他在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及开记者会答记者问时，都刻意

换上一身学生服出现。④

这种多少有点混乱的情况一直到国民政府 1929 年颁布施行《服制条例》，才有了一个似乎是
官方的比较确定的说法。说“似乎”，是因为这一年 4 月 16 日第 22 次国务会议专门就服制问题所
做的决议中，明白提到“制服用中山装”。⑤ 而其决议认可颁行的《服制条例》，无论图示还是文字，
都指明:男公务员的“制服”，是指“齐领方角，对襟长过腹，左前襟缀暗袋二，右前襟下端缀暗袋一，
袖长至手脉”的“学生服”。⑥

但这却并不真的意味着国民党中央已经一致认定了“中山装”就是学生服。因为，仅仅一个多
月后，在国民党高调举行的“总理奉安大典”上，同样是在国民党党中央主持下，孙总理的遗像仍旧
出现了孙中山着学生服和着军便服两种画像并用的情况。⑦

为什么孙中山去世未久，人人都相信有一个“中山装”，却连国民党人自己都讲不清楚“中山
装”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对此，这里需要略做一点历史考察。
仔细观察有孙中山在内的各种历史照片可知，孙中山自剪发后，在欧美日本，包括 1912—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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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本华侨哭悼孙公大会》，《民国日报》，1925 年 4 月 7 日，转见广东省中山市政协文史学会编《中山文史》第 39 辑，广东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3—284 页。

《先生喜服学生服 今人咸称为中山装》，《良友》“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1926 年 5 月 5 日，第 17 页;《三友实业社职员改
装》，《申报( 本埠增刊) 》，1926 年 5 月 5 日，第 21 版。

王永康:《穿中山装应注意的几点》，《新闻报( 本埠附刊) 》，1927 年 6 月 27 日，第 2 版。
《蒋昨续在北大讲演》，《申报》，1928 年 7 月 19 日，第 2 张第 8 版。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 4 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F十三。
《服制条例(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行政院公报》1929 年第 40 期，第 13—18 页。
迎榇专车车头大幅画像孙中山着军便服，中山陵典礼处孙中山画像着学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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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归国期间，正式着装基本都是西装;非正式着装在 20 世纪初穿过日本的学生服。① 他开始正式
把日本的学生服作为“制服”穿，应该是 1914 年 7 月 8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
上。当时合影的 29 人中，除 3 位日本人穿和服外，其他人穿的是西服。只不过，其中 17 人穿的是
西装革履，而孙中山和另外 8 人穿的却是在日本江户时期曾被称为“诘襟”服的学生服。
所谓“诘襟”服，就是立领制服的意思，当时已经是日本都市圈不少学校的学生制服( 日语为

“学らん”) 。“学らん”是江户时代的词汇，直译就是“学生洋服”。② 所以称“洋服”，是因为它是
从明治十九式军服的样式稍加变化而来的，而明治时期的军服先是学美国，后又学普鲁士，原本就

是“洋服”。因此，孙中山这时穿的虽然是日本当时流行的学生服，其实还是西服。
所以说孙中山只是把学生服当作制服穿，是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一些很正式且庄重

的场合，孙中山都是穿西装。比如 1915 年 10 月 25 日与宋庆龄结婚，他就是一身笔挺的西装。
1917 年 9 月 10 日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1921 年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在就职典礼上
及其随后的合影中，着装不是大元帅服，就是大礼服、大礼帽或西装革履。
这就不难了解，孙中山虽然多年穿着学生服，但他未必认为这种学生服就是他所寻找的可以充

作新中国大礼服的“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服装。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从
1914 年夏天开始就较多穿着这种“学生洋服”，甚至到 1924 年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检阅新建学
生军，包括出席苏联军事顾问的葬礼等重要活动都穿着学生服，但在 1924 年秋天以后他却再也没
有穿过它。③

辛亥后孙中山为何几度易服?

1912 年以后孙中山为什么平时开始以穿学生服为主，且会坚持达 10 年之久呢? 在这一点上，
可能需要注意辛亥革命后国货运动的兴起和对他思想的冲击。
如前所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坚持“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他当时最基

本的诉求就是要“剪发易服改元”。但是，就在他回到上海近 2 周前，即 1911 年 12 月 12 日，上海及
苏、杭、宁三地 4 个同业公所，包括丝绸、制衣、典当三业合共 150 余人，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华国货
维持会”，公开呼吁并四出鼓动“剪发不易服”。其理由很简单: “中国人民共有四百兆，男子居其
半，如改装，每人十元即需二千兆元。中国何能有此财力?”何况改装后势必用呢，而当时中国并无
制呢工业，则人人需要购买外国毛料，流到外国去的钱至少要 40 亿元。如此必定“会使中国穷困，
衣着业歇业”。他们要求先学日本，因为“日本改装已久，除外交军警界外，其常服至今未改”。他
们主张各会员至少“抱定不改常服宗旨”，鼓动人们进禀新政府，要求“早定礼服之式，纯用国货，其
常服不令骤改，听民自便”。④

对此，沪军都督府商务总长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两天已发布通告，认同“剪发不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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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孙中山较早以日本学生服为制服，应该是 20 世纪初在东南亚活动的时候。参见张磊等编著《孙中山图传》，广东教育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75 页。

有学者解释说:“日本近代的学生服称‘诘襟’，日文がくらん……写成汉字便是‘学兰’……意思就是‘学生用兰服’”，似
不大准确。刘云华:《中山装形制历史演变的图式分析》，《新美术》2015 年第 11 期，第 37 页。

有学者认为 1924 年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成立典礼时穿的是翻领、4 个口袋的“中山装”，似不确。刘云华:《中山装形制
历史演变的图式分析》，《新美术》2015 年第 11 期，第 39 页。

参见《中华国货维持会开会详情》，《时报》，1911 年 12 月13 日，第9 版;《中华国货维持会缘起》，《新闻报》，1911 年12 月
24 日，第 10 版;《警备报告》，1911 年 12 月 12 日，上海档案馆编《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中西书局 2011
年版，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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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称:“发辫固宜割截，礼服尚等磋商。”因改服西装，可能导致“国货销场日滞，银钱输入外洋”，
必须注意防范。① 在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汉口军政府内务部更向各地革命政府发
布告示，称:“国民服制，除满清官服应行禁止穿戴外，一切便服悉暂照旧，以节经费而便商民。”②

可以肯定，这一系列新情势的出现，迫使孙中山公开发表了对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复函，表示了

同情国货的态度，承认过急易服，“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具流弊”。因此他建议:“博采西制，以
加以改良”，争取“能得一适当之服式”。③

所谓“博采西制，以加以改良”一语，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依旧相信出路在西服，不在中服。而
当时条件下，孙中山或许认为学生服是可以采择的一种选择。因此，1914 年出席中华革命党成立
大会时，孙中山特地穿上了一身新制作的笔挺的呢料学生服。但一年多回国后，继续穿着用外国高
质量呢料制成的学生服，显然不合保护国货的政治诉求。因此，除一些正式场合外，孙中山也制作
并穿上了布料，包括用棉麻材料制成的学生服。而 1918—1923 年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权与列强
各国政府围绕着海关关余和海关主权问题持续发生的冲突，更强化了孙中山必须保护国货的意识。
由此，1924 年后，孙中山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在无法通过关税来保护国货的情况下，再不大力
提倡国货，势必是“土货没有人买，洋货总是畅销”，最终使“土货消灭于无形”。④

但是，既要保护国货，又要“壮于观瞻”，棉麻布料的学生服显然不是理想的选择。况且长期以
来对中国服装业最具支柱地位的国货，也不是棉麻，而是丝绸。因此，在 1924 年元旦，孙中山做出
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的着装改变。他特意穿着一套崭新的用绸缎制成的黑褂蓝袍作为礼服，参加
广州各界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七周年的纪念活动。⑤ 紧接着，他又穿着这身衣服，郑重出席了 2 月 24
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的中国国民党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⑥ 之后，因春夏天气较热，孙中山仍旧
主要穿学生服。但是在渐入冬季后，也就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在北上前和渡海经日本神
户转到天津张园时，穿着的是长袍马褂。很明显，曾经长期视满服为“虏俗”，必欲“学习西洋”“易
西服”的孙中山，面对保护国货的困境，也注意到国内乃至党内，人们在舍弃长袍马褂问题上的意
见分歧，已有心做出妥协。
孙中山穿学生服的时间长达 20 余年，1918 年前后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开始穿大褂( 长衫) ⑦，以

长袍马褂作常礼服来用，应该是在 1923 年以后。⑧ 而他穿的时间最短，后来却影响最大的一种服
装，是如今被国人视为“中山装”的有 4 个口袋的英式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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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34 页。
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版，第 721 页。
孙中山:《孙大总统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1912 年 2 月 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

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61—62 页。
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的演说》，1924 年5 月1 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中

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46—147 页。
转见张磊等编著《孙中山图传》，第 178 页。
1924 年孙中山曾两度参加追悼会，着装一是长袍马褂，一是学生服。目前笔者所见几乎所有对孙中山着长袍马褂的照片

说明，都误称这是孙中山参加苏联军事顾问巴甫洛夫追悼会的照片。如黎锡《黎民伟:跟随中山先生干革命》，《光明日报》，2011
年 10 月 10 日，第 14 版。

孙中山革命后在生活中着长衫的照片，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张摄于 1918 年前后。对孙中山这张照片拍摄时间的说
明，人们有很不同的说法。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 1 卷(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9 年版) 的解说是:民国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孙
中山抵上海后于寓所中埋头著述《孙文学说》。大陆版《孙中山全集》第 4 卷(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的解说是:“一九一七年孙中山
在著书”;《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也使用了这张照片，而解说又变成了:孙“在大元帅府办公室”。

孙中山革命后最早着长袍马褂的照片，应为 1918年冬与宋庆龄合影并题赠朱执信者，但最早出现在公开场合者，目前已知
应该是 1923年 2月 20日在香港大学讲演后与师生们的合影。见罗香林《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香港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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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解释的是，这件立翻领、两个贴袋、两个风琴袋的服装，原型是英国 1902 式陆军军官服。
它与孙中山 1912 年穿的新军军官服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原型是日本改四五式将校服，领子是
立领，4 个口袋多为明盖暗袋。① 孙中山 1924 年秋开始穿的，实际上是经过英国陆军元帅弗伦奇伯
爵在英军 1902 式军服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种猎装。只是之后该猎装又被指定为英国殖民地驻军
的军官服，因此非军人当猎装来穿，也等于是在穿军便服。② 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身边的人曾回忆
称，孙中山会穿这身衣服，其实是觉得阅兵场合各式服装都不甚适合，一日从行箧中找出“旧日在
大不列颠时所御猎服，颇觉其适宜，于是服而之出，其后百官乃仿而制之”。③

从目前可以查到的孙中山生前照片可知，他开始频繁穿着这套衣服出现于公众场合，确与军事

活动有关。1924 年秋，黄埔军校建军初建成效，广东的军事力量开始具备北伐的实力。9 月上中
旬，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并发布北伐宣言。④ 随即，大本营正式移驻韶关，孙中山于 9 月 20 日、21
日接连两天在韶关主持北伐誓师大会、阅兵，并举行欢迎广州农工团军的典礼。他选择这个时候穿
上这身衣服，自然是显示他决心要与官兵们一同北伐的决心。
一个月后，冯玉祥发动了北京事变，孙中山决定应冯玉祥之邀北上，推动国民会议召开。但这

之后，他还是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穿着这身衣服参加相关活动。如 11 月 7 日出席苏俄革
命七周年纪念典礼，11 月 13 日由虎门乘船北上，以及到上海后参加欢迎会及招待记者。直到和平
方针最后确定，11 月 21 日乘船离开上海转经日本神户去京津时，孙中山才改穿更容易为当时国内
各方所接受，并可以作常礼服的长袍马褂。⑤ 这也反映出，孙中山确实是出于军事目的才一时选择
穿这身军便服。
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孙中山生命最后阶段穿了两三个月的军便服，和后来人认定的立

翻领、4 个口袋( 两个贴袋、两个风琴袋) 、正面 5 个钮扣、袖口下方有 3 个装饰钮扣的“中山装”，相
差甚远。孙中山这时穿的这套猎装式军便服，不仅正面 4 个口袋都是明涧袋，而且钮扣有 7 个，后
背还有装饰性中缝、固定腰带，下摆是开叉的，只是正面 4 个口袋有明盖及立翻领，与后来的“中山
装”是相似的。
比较而言，反而是 1924 年春季定型的黄埔军校军服更像后来的“中山装”。两者的差异，只是

黄埔军服用的是 4 个风琴袋，后来的“中山装”胸前两个口袋改成了贴袋，左右襟下面的口袋仍保
留风琴袋。另外，黄埔军服没有袖扣，后来的“中山装”各有 3 个袖扣。⑥

据曾经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王柏龄 1939 年发表的回忆文章，这套“选世界上最时新的式子”
来设计的黄埔军服，孙中山从未参与，从头到尾主要都是王柏龄主持设计的。此一回忆公开在国民
党军方主办的《黄埔季刊》上连载，这时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蒋介石、何应钦等几乎期期都在该刊
发表文章，均未对王的说法提出过异议，说明王的叙述大体可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后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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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军及北京政府时期南北方军队的军服并不完全统一，故衣袋的样式也不尽一致。
孙中山所做的唯一改动，是将该猎装正面的钮扣由原来的 5 个，改成了 7 个。见《1924 年孙中山上海留影》，《良友》“孙

中山先生纪念特刊”，1926 年 5 月 5 日，第 52 页。
见妙观《中山装之起源》，《北洋画报》第 318 期，1929 年 5 月 4 日，第 1 页。
《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1924 年 9 月 18 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75—77 页。
参见《1924 年孙中山上海留影》，《良友》“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1926 年 5 月 5 日，第 52 页;《孙总理遗像》，《良友》1928

年第 27 期，第 19 页。
王伯龄回忆，他当时主持设计的黄埔军服是 7 个钮扣，但从蒋介石、何应钦和他 3 人 1924 年 6 月 16 日黄埔军校开学之际

与孙中山的合影看，他们 3 人军装正面的钮扣是 5 个，而非 7 个。参见王伯龄《黄埔创始之回忆》( 续) ，《黄埔季刊》1939 年第 1 卷
第 2 期，第 2—3 页;师永刚等编著《蒋介石图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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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的“中山装”，恐怕并不是孙中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可以取代传统服制规定的“适当之服式”。
至少，无论在孙中山去世前还是去世后，他和国民党人都没有就何谓“中山装”问题统一过看法。①

所谓“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三粒袖扣，则表达‘三民主义’”之
类后人的政治附会，和孙中山本人并无关系。②

“中山装”的流行与“衣服革命”

尽管后来的“中山装”与孙中山本人的意志可能扯不上多少关系，但是，1927—1928 年，随着国
民革命军北伐摧枯拉朽式的胜利，国民党人在全国上下推动的“中山装”热，一度确实极大地影响
了国人的着装选择。以至于这波易服浪潮兴起之际，如同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易服热一样，江南丝织
绸缎业主普遍因倍感危机而怨声载道，生怕“中山装”把中国丝绸的销路彻底堵死。

1928 年春，中华国货维持会及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赴宁请愿，要求维持 1912 年《服制》所定乙
种常礼服，即男用袍褂、女用裙衫，并应定为国服，以确保丝绸业能维持基本生计。原本忧心忡忡的
代表们到南京后，却意外地受到了从总统府到中央党部、内政部、工商部、法制局等各部门的热情接
待，甚至还在成立不久的工商部楼内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国货陈列室”，看到了室内悬挂着的诸如
“爱用国货是救国”等各种宣传招贴与标语样式。这种情况让各代表深感释然，最后竟“满意而
归”。③

实际上，孙中山在生命最后阶段以身作则，特别是在 1924 年几度公开呼吁“保护本国货物”，
对国民党人影响颇深。国民政府各部门定都南京伊始，多注意到社会上许多人仍旧视“中山装”为
西服，也只能去西服店订制的情况。而想要保持制作品质的西服店的裁缝们，也每每会告诉客户:
“质料非用外国货不可，国货绸缎是不能用的”，“布虽可用，但穿起布的中山装，未免一副穷相，倒
还不如不穿为妙”。④ 有鉴于此，内政部长薛笃弼走马上任，刚拜见过蒋介石等党政军首脑，转头就
对记者宣布说:今后本部职员将“一律着用毛蓝色棉布中山装，矫挽近奢华之积习”。⑤ 工商部设立
伊始，也马上专门就呢绒国货生产情形做了市场调查，然后去函各地政府，要求纠正人们对国产呢

绒织品的认识偏差。函称:“查近来社会采用中山装、学生装及西装者日见增多，惟所用质料大半
系舶来品，金钱外溢，属殊堪虑。”工商部随函附上该部“国货哔叽呢绒织品最近调查表”，要求各地
政府“通令所属人民，一体购用”“苏沪广州等地各棉毛织品工厂所仿制之外国呢绒哔叽暨其他替
代品类”，“以挽权利而维国产”。⑥

问题是，孙中山去世前就反复提醒过国人，穿西服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中国有没有呢绒织品，而

在于其品质和价格有没有竞争力。不要说尚在起步中的国产呢绒，就是国产棉纱棉布亚麻制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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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比如 1927 年冯玉祥自己穿着并下令开封各机关职员一律穿着的，就是学生服的中山装;而 1929 年张学良改着并要求东
北各机关职员穿着的，就是黄埔军服式的“中山装”。参见《服中山装读三民主义之冯玉祥》，《图画日报》第 367 期，1927 年 6 月 12
日，第 2 页;《留须后着中山装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北洋画报》第 7 卷第 305 期，1929 年 4 月 13 日，封面。

大陆很多研究者相信这类说法，但从未见提供史料依据。参见周松芳编著《民国衣裳:旧制度与新时尚》，广东南方日报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14 页;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 年第 9 期，等。也有研究者
认为，此类说法甚至不是出自国民党，而是属于改革开放后大陆个别学人的“新创造”。见薛伟强等《中山装”政治含义“考辨》，
《历史教学》2014 年 11 月上半月刊。

《请愿制定国服代表返沪》，《新闻报》，1928 年 7 月 1 日，第 18 版。
臣朔:《中山装》，《国闻画报》1928 年第 29 期，第 2 页。
《薛内长谈话内部组织力求俭约 员工一律穿棉布中山装》，《中央日报》，1928 年 3 月 28 日，第 2 版。
转见《浙江省政府训令》( 1928 年 10 月 26 日) ，《浙江建设厅月刊》1929 年第 20 期，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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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以来也都存在着质次价高的问题。他明白地告诫说:“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是国民怎么样提倡
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国民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的经
济原则相反，那便是行不通。”①这显然也是他身体力行地通过降低着装品质以迁就国货，最终不得
不退回到长袍马褂，并在重大礼仪场合仍不得不身着西式大礼服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在孙中山去世几年后，情形也还是如此。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与 1912 年

《服制》一样，明文规定男女礼服及制服均应采用“丝麻棉毛织品”，且“限用国货”。② 国民党党国
大员及各地当局随后也曾三令五申要求部属“穿国货中山装”。③ 然而，除了男女礼服因为明定为
满服之袍衫，能基本保证使用国产绸缎外，多数大中城市党政官员的制服着装，两三年后便多半由

国产棉麻织品，改换成进口毛料。而作为中国时尚之都的上海最甚，1931 年市政府人员就已经普
遍改穿西装，“少见［着］中山装者”。④ 而更新一波的男性时尚，干脆“以穿皮靴马裤为最时髦”。⑤

此种趋势，当然会让不少人深感不安。
但国人着装全面西化，也并不简单地反映在许多人趋向穿西装这一服式选择上。实际上，

1927—1928 年中山装在全国范围的流行，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服饰美的传统观念，因而也极
大地改造了传统的制衣业和裁缝行。
这是因为，中式剪裁是平面的，只管大小长短，不考虑人体曲线，一块布料中间剪个洞作头部，

剪两个口作袖口，折起来就是衣服的前片和后片。安上领子、袖子，两侧缝合并按对襟或偏襟的需
要裁好缝好前片，然后镶边、滚边、钉扣或再加上些刺绣，就大功告成了。⑥ 结果就是，无论袍褂还
是裙衫，从腰身到袖管、裤管，都是大直筒甚至是宽摆式的。这也是 18—19 世纪，无论满族汉族，服
装大都以肥大宽松为美、为舒适、为正常，反而无法理解把衣服做得合身的西人如何能走路的一个
重要原因。然而，不论哪种“中山装”，都是基于西人对服饰美的观念，并用西式剪裁技术制作出来
的，用中式剪裁技术是无法制作“中山装”的。
西式剪裁与中式剪裁本质的不同，在于它运用了“省道”和“分割线”的技术，根据人体转折面，

自然分片切割，或捏合布料形成缝合线迹，最终把平面布料转化为适合单个个体身体曲线特征的立

体服装。而经过 20 世纪初的留学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后，中国城市知识青年渐渐有了追求
个性解放的意识和观念，衣着上凸显身材乃至性别特征已渐成风尚。孙中山穿过的学生服、猎装式
军便服所以能够风靡全国，除了政权转换的冲击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的合体与美

观，激发了众多青年追求身体解放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当男人们还在争论穿中山装到底该用国
产布料还是用挺括洋呢的时候，从上海开始，全国各大中城市中早已风行“充分的呈露出女性的曲
线美”的新式旗袍。⑦ 特别是 1927—1928 年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发明，如旗袍马甲，修小腰身与下
摆，将腰身以下一段剪作弧形，将袍身改短、袖子缩小，将袍身下摆开叉，包括在衣料、色泽及镶边上
的种种替换，自然而然地引领出“一桩匪夷所思的衣服革命”。⑧

1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1924 年 8 月 24 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
局 1986 年版，第 424—425 页。

《服制条例》，《行政院公报》1929 年第 40 期，第 13—18 页。
《粤提倡国货 穿国货中山装》，《中央日报》，1930 年 3 月 26 日，第 3 版;《蒋院长提倡中山装》，《立报》，1935 年 12 月 31

日，第 3 版。
《中装西装旗装以至于中山装戏单装》，《新春秋》，1932 年 6 月 12 日，第 2 版。
曲线怪:《时装漫谈》，《北洋画报》1931 年第 722 期，第 1 页。
冷芸:《中国时尚:与中国设计师对话》，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 页。
《旗袍在今日之妇女界其流行有意想不到的普遍》，《上海漫画》1928 年第 1 期，第 3 页。
绝尘:《关于旗袍的话》，《新闻报( 本埠附刊) 》，1928 年 4 月 1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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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旗袍能够迅速风行，与中山装能够迅速普及全国，除人们的思想明显在解放外，显然离不

开越来越多能够做出符合人体曲线式样服装的中国裁缝的出现。据王伯龄回忆，1924 年春黄埔军
服设计出来后，曾经找过广州的中国裁缝，想要先做几套样服，结果没有哪个能接这单生意，因而不

得不去沙面租界找那里的日本洋服店才做了出来。以后大批量的这种西式军服，还是陈果夫千里
迢迢跑到上海去找了那里的中国西服店才做出来。① 在北伐战争前后国内西服需求量最大的上
海，被人称为“红帮裁缝”开的中国西服店，1910 年只有 6 家，1920 年前后也只增加到 29 家，到
1930 年前后增加到 68 家，进入 1940 年代则一跃而达到 340 家之多。② 同样，1924 年广州几乎还没
有一家中国人开的有规模的洋服店，但随着黄埔军校及其国民革命军军服生意的需求渐旺，到

1926 年黄埔军校就已经可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登广告，并且可以用招投标的方法就地征召中国
裁缝来成批制作军服了。③

理论上，全国各大中城市这方面的情况应该基本类似。但事实上，国民革命军尚在北上之际，
敢卖中山服和做中山服的中国裁缝已经遍地皆是。有人在 1928 年秋冬去山东泰安时，惊讶地发
现，总共只有两条热闹大街的泰安，“只是定做‘国民军装’和‘中山党服’的，就有七八家”。而城
里城外两条主要街道上，“只是穿‘国民军装’和‘中山党服’的，就来来往往的使你数也数不过
来”。④

不用说，在泰安这样的小城市里，人们所穿的“中山装”或国民革命军军便服，基本是用国产棉
麻织品做衣料，其剪裁、制作、品相和质量应该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可能还似像非像。但这种情况至
少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下，中国大中小城市中的主流人群，已经普遍开始接

受用现代的服饰观念和西式剪裁技术制作的新式服装。虽然更时髦的西装或长靴马裤流行于上
海，但质地粗糙的棉麻布料中山装、学生装，在生活环境及经济条件远不如大城市的众多中小城市
乃至乡镇，依旧还有较大市场和需求。因为广大基层公教人员，乃至青年学生，仍旧有穿学生服、军
便服( “中山装”) 的实际需要。

结语:国民政府的“服制”为何不进反退?

综上可知，既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熏陶，也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孙中山，对具有重要“观瞻”作
用的“服制”规定，是相当重视的。为了找到一种符合国际现代潮流，同时又能照顾到中国自身特
点，“壮于观瞻”的礼服，做过各种尝试。但很显然，无论是学生服，还是猎装式军便服，都没有被他
列入礼服的层级。孙中山最看重并曾一直力推的，还是西装革履。以至于他去世入殓时，家人还是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为他穿上了全套西装革履，上身穿的还是西式大礼服，并戴上了大礼帽。⑤ 这
是因为，在其一生所有重大政治场合，即每一次出任总统一职时，他都会穿全套的西式大礼服。在
这一点上，孙中山的继承者，即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明显没有接受孙中山通过着装观念所展现出

来的更加开放的世界观。
1929 年 4 月 16 日国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服制条例》，明定实为满服的蓝袍黑褂的长袍马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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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龄:《黄埔创始之回忆》( 续) ，《黄埔季刊》1939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2—3 页;陈果夫:《黄埔建军史之一页》，李扬主
编:《黄埔军校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27 页。

刘云华:《红帮裁缝研究》，第 29 页。
徐丽飞:《黄埔军校广州时期军服研究》，《岭南文史》2017 年第 1 期。
雍湘:《唉，那中山装!》，《国民新闻副刊》1928 年第 34 期，第 7 页。
《中山先生荣哀录》，上海民权书局 1926 年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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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礼服”，只给了学生服以“男公务员制服”的名义，对西装装束要求则未置一语，只含糊地提了
一句:“男女因国际关系服用礼服时得采用国际间通用礼服。”①

如此“服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包括国民党人士在内的很多人的质疑。《服制条例》颁布后不
久，国民党中央第八次常务会议即要求在定于 6 月 1 日举行的总理灵柩奉安大典上，中央及国府委
员均“改用素地蓝袍黑褂”，浙江、江苏等党部对此公开提出异议，要求参加总理奉安人员“应一律
着中山装”。② 但此等要求均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应允，孙中山奉安大典上中央及国府委员仍统一
着蓝袍黑褂，其他人等的着装则不免各式各样。
国民党中央主导并坚持以满服的长袍马褂为礼服，自然与孙中山晚年特别是其临去世前两个月

里一直把长袍马褂当作一种礼服来穿的做法有关。而《服制条例》坚持不正面规定西装为礼服，甚至
有意避提孙中山曾长期力推的西装，某种程度上则与这时大力推行“革命外交”，倡言“废除一切不平
等条约”，并相信中国“已到与帝国主义对垒之期”这一政治背景有关。③ 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这时
主流社会的着装习俗，以及国民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对传统文化和长袍马褂的某种偏好在起作用。
对于《服制条例》与孙中山的西装偏好，以及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对“中山装”宣传推广之间的矛

盾性，国民党中央自身也有清醒的了解。几年后，国民党中央就不得不对《服制条例》加以修正。
1936 年年底，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开宣布说:“现行服制条例，多有不适合现在情形之处”，已与各方
详加商酌研究，目前已修正完成，正在呈送部长及行政院审核中。④

然而，此次内政部《服制条例》的修正稿未能通过相关审核，以至到抗日战争期间仍在延续修
正。虽然到 1939 年再度形成了较确定的修正草案，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得到最高层的批准，致胎死
腹中。1929 年的《服制条例》因此也成为国民政府关于国民礼服和制服的唯一法令。

1939 年《服制条例》修正草案的最主要的修正，其实就是对 1929 年《服制条例》来了一个大翻
案。它参照 1912 年《服制》的形式，重新规定了礼服要设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但草案仍未接受
西式礼服文化，而是简单地改定学生服为大礼服和常礼服之甲种，转而将长袍马褂退而保留为常礼

服之乙种。修正草案在对西装和中山装问题上所做的重要调整，就是明确点出了“西装”和立翻
领、4 个贴袋的“中山装”，必要时可与常礼服并用。⑤ 不难想象，这一修正草案的意见很大程度上
仍旧反映了国民党党内相当部分人士的心态和主张，但是，把学生服定为大礼服和常礼服，显然是

时任国民党党政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难以接受的。
一方面是国人在着装问题上越来越普遍地接受了西式的现代着装观念，即使是那些习惯于传

统袍褂裙衫者，也无不渐渐放弃了直筒宽摆的传统衣型;另一方面是孙中山事业的后继者中有相当

一部分人长期排斥西装革履，反而把着长袍马褂视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延续正统的一种意志表现
与政治象征。正是这种矛盾的现象和心理，导致了国民党人对服制问题的态度变来变去，最终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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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服制条例》，《行政院公报》1929 年第 40 期，第 13—18 页。
《中央第八次常务会议 奉安时中央国府委员改用素地蓝袍黑褂》，《中央日报》，1929 年 5 月 7 日，第 1 版;《呈请于总理奉

安时参加人员应一律着中山服左臂绕黑纱》，《江苏党务》1929 年第 5 期，第 43—44 页;《浙省党部执委会议推定奉安代表礼服改
定中山装》，《时报》，1929 年 5 月 15 日，第 3 版。

参见《何应钦之政治报告》，《中央日报》，1929 年 2 月 6 日，第 4 页;《三全大会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央日报》，1929 年
4 月 1 日，第 4 版。

《服制条例 内政部修正竣事》，《中央日报》，1936 年 11 月 8 日，第 4 版;《修正服制条例》，《民国日报》，1937 年 2 月 4 日，
第 3 版。

转见刘梦醒、张竞琼《民国服制法令中男子礼服的演变》，《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张竞琼、刘梦醒《修正服制
条例草案的制定与比较研究》，《丝绸》2019 年第 1 期。注:这两位作者的前后文章对《修正服制条例草案》形成时间的认定存在明
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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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人内部都无法取得共识。
应当看到的是，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迈上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无论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甚

至不同族群、党派的人们如何看待西方世界，已经融入国际现代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其基本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在沿着欧美工业社会走过的路曲折前行。民国年间的中
国固然还不存在欧美社会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为中心的经济文化环境，西装革履难以

成为主流的着装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人的着装模式仍旧能够被限制在辛亥以前的水平上。可
以说，任何对现代工业社会通行服装的抵制都只能是形式上的，人们着装模式的实质性改变是无论

如何都无法扭转的。
以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的着装为例。蒋介石对西装不感兴趣，从他留下的照片

看，他只在当学生留学日本、头顶上还有头发时，做过一件西式短大衣。而后在 1927 年秋冬为娶到
基督徒宋美龄，不得不承诺信奉基督教并照着欧美婚礼方式，一身西装革履地与宋美龄结为了伉

俪。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西装。
但是，蒋介石成年后的着装却依旧还是西式的。作为职业军人，蒋介石一生大部分时间穿的军

装，无疑是现代西式军服。在留学日本和后来追随孙中山时，他也曾穿过许多年“学生洋服”。
1928 年 9 月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他一度较多穿被时人称为“中山装”的“学生洋服”，这也是 1929
年《服制条例》视学生服为中山装并定为公务员制服的一个背景。但不久后蒋即更多地开始穿 4
个口袋的军便服。1930 年代初，他多次公开称此军便服为“中山装”，要求党政人员应以之为制
服。① 如前所述，这种“中山装”并不是孙中山生命最后穿的，那种正面有 7 个钮扣，后背有腰带、中
缝和下摆开叉的猎装式军便服。蒋介石其实是把黄埔军服的质地改成毛料，下面再穿上一条同样
衣料的西裤而已。在那个年代，军人长期当政，这种军便服式的“中山装”自然也更容易流行起来。
不过，蒋介石个人则一直对长袍马褂情有所钟。1929 年《服制条例》颁布后，他即把长袍马褂

视作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和权力正统延续的重要政治象征。读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
他一生的日记，不难了解他对这种传承和延续重视的程度。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极度重视服装、仪
表、品味和身份表征的国民党领袖，潜移默化地还是成了西方现代服饰文化的推崇者。从蒋介石各
个时期照片的着装可以发现，他的着装始终表现着一些典型的西方现代着装的特点。那就是，不论
是穿军装，还是穿号称“中山装”的军便服，哪怕是穿长袍马褂，他都是一个对衣型合体及衣料和剪
裁质量十分挑剔，并且会毫不懈怠地注重仪态与服装相协调的人。换言之，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
经资产阶级化，他所塑造的得体、严谨、威风凛凛或风度翩翩的形象，相当程度上也正是 19 世纪英
国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塑造的那种讲究体面和专业风度的新绅士形象。
作为一种比较，我们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提到一心想要废除等级、消灭阶级的共产革命领袖毛泽

东的着装偏好。与孙中山、蒋介石相反，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领袖人物中最不讲究衣着，甚至最怕
被任何形式的服装及其着装规矩束缚了身体的人。表面上，传统的宽松肥大的长衫最符合他对衣
服的要求，但长衫在中国从来就是上等人的身份象征，因此毛泽东除了 30 岁以前不得不穿便宜的
布料长衫外，自投身革命战争之后就再没有穿过长衫。在战争年代他只穿两种衣服，一是黄埔军服
或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军服②;二是摘去领章把军服当便服来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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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院长提倡中山装》，《立报》，1935 年 12 月 31 日，第 3 版; 《蒋院长令饬公务员穿制服 式样为中山装》，《中央日报》，
1936 年 2 月 19 日，第 2 版。

比较黄埔军服，1936 年 1 月 20 日颁行的《陆军服制条例》将上衣左右两口袋改成了贴袋。见《内政公报》1936 年第 9 卷
第 1 期，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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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正式场合穿的其实也是由军服稍加改造而来的，领口叉开，两个有盖贴袋加上两个风琴袋的

“中山装”。只不过，蒋的“中山装”讲裁剪合体，注重面料质地，“毛氏中山装”要宽松，重实用。
但是，“毛氏中山装”固然可以做得肥大宽松，穿中山装依旧还是会有一些着装规矩。以毛泽

东一向不喜欢受形式约束的个性，在非正式场合，他还是更喜欢穿颇似传统长衫的肥大随身的棉织

睡衣。这也是为什么今人很容易看到很多他穿着睡衣活动，包括内部办公、开会、讲话的照片。仅
此即可清楚地看出，与蒋介石讲质地，讲修身，讲笔挺或飘逸，不惜把长袍马褂也“西化”的风格相
比，毛泽东显然是那种执意想要把讲究形式和身份的中西绅士的服装，打回到宽松、实用，更平民化
的领导人。受他这一着装风格和观念的影响，在国民党被逐出大陆之后，大陆国人的着装再度发生
了更大范围的改变。代表着传统绅士文化的长袍马褂和具有资产阶级制服特点的西装革履，很快
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当然，国人普遍开始身着蓝色中山装或绿色军便服后，其服装从形制到剪裁
也并没有回归传统，反而更趋“西化”了。

( 责任编辑: 杨宏)

《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
赵妍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128 元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是世界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载体，在中国尤其长期受到特别的尊

重。而在近代的中国，家庭却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一次大的颠覆，从长时间
看，也是对人类基本社会制度和普遍伦理的挑战，是一个与人类大多数社会常理相悖的反常现象。与既往
研究套用近代史的大框架革命和现代化来解释家庭革命不同，本书从家庭的视角出发，重新思考家庭革命

在清末民初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所裹挟的情感与关怀。
该书共有 14 章，5 个部分，分别为:“家庭革命的兴起与革命家庭的思考”“苦与乐:五四时期对家庭的

想象与憧憬”“情感对制度的冲击:新婚姻观念的几个核心主张”“个人与互助:家庭革命的社会脉络”“比
较视野中的家庭革命”。如作者所言，家庭革命既包括进步改良之意，也包括根本废除之意。作者认为，在
传统政教体系崩溃的进程中，家庭面临国家、天下( 世界) 、个人、社会等力量的冲击而丧失了其作为社会基
石的地位。家庭从清季开始成为“旧”的象征，进一步从温暖的港湾变为压制个人的桎梏。对于新旧过渡
时代的青年，为什么要结婚、与谁结婚、何时结婚、采取怎样的形式结婚都曾引起他们的烦闷与痛苦。
家庭革命虽多表现为负面的批判和改革，其实是集破坏性与建设性于一体的。家庭革命的提倡者设

想出一个无国无家的理想世界，在此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取消家庭，进而由公产、公育、公养、公恤等社会
制度来履行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责任。换言之，家庭革命不仅重塑了家庭的过去，而且设计了一个清晰的没
有家庭的未来。号召者和追随者试图将家庭的功能完全社会化，但却忽视了亲情对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意
义。总之，在中西、新旧转变大语境下，作者仔细梳理了男女、老幼、城乡等不同群体对家庭革命的观察和
体认。这一方面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家庭革命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特异性的认知。作
者提出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家庭是个人发展、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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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itions and the Changes of Materi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Focusing on the
Nanyang Exposition and the West Lake Exposition Ma Min(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cultural history，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Nanyang Exposition in 1910 and the

West Lake Exposition in 1929 to examine the changes of material culture reflected in Chinese modern expositions and their
broad social impact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the spatial layout of expositions and the rise of
new modern urban public space; second，the collection，categorization，and display of Chinese modern commodities shown
in the expositions; third，the improve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rn commodities illustrated by the items displayed
in the expositio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ese modern expositions linked the material existence of commodities to their
functions，so a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things”from material entities to social /cultural ones，and also facilitate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 knowledge system．

The Ｒeasons for and the Process of 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Clothing Styles since the 1911
Ｒevolution Yang Kuisong( 25)……………………………………………………………………
Since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Chinese clothing styles had been inevitably Westernized gradually． This

trend was related to the anti-Manchu revolutionaries' efforts to promote“cutting queues，changing clothing styles，and
altering the reign title．”It was also shaped by the modern era，because the loose Manchu-style clothes and the strict official
regulations on clothing styles could not fit i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Even before the 1911 Ｒevolution，the
Qing court had permitted military men and students to change to Western style clothes． Paradoxical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Sun Yat-sen，who advocated the Westernization of clothing styles，did not
promulgate any policy to change clothing styles． Instead，Yuan Shikai issued the first government order in Chinese history
to Westernize clothing styles． However， in 1929， the regulations of clothing styles promulgat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lainly intended to stick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refuse the Westernization． It stipulated the Manchu-style
long gown and mandarin jacket as the formal dress for citizens，or the so-called“national dr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Surgical Techniques and Ideas in Modern China
Zhao Jing( 46)………………………………………………………………………………………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Western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aries used the surgical techniques to open the door
for Western medicine to China and showed Chinese a new approach to curing illnesses with surgeries． Western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related to surgeries，such as anaesthesia and asepsis，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continuously updated，
and thu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dea that Western medicine was superior in terms of surgeries． In the debat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Western surgical medicine became evidence to
argue the superiority and advantages of Western medicine． Western surgical techniques transcended the material level and
involve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branches of medicine． They were used to criticize the“backwardness”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While advocates of Chinese medicine disputed the superiority of Western surgical medicine，Chinese
medicine also underwent a process of self-reconfiguration． In the new space of medical care represented by modern
hospitals，Western surgeries，at first associated with horrible images of cutting off human bodies alive，were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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